
“隐士”与“后现代” ——专访四川大学哲学系黄玉顺教授（何晓鹏）

何晓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

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他

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

世？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记者笑问）  

黄：（笑）我还没有。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但现在确实有不

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

下去搞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

非常典型，你会发现：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

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有同有异。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

避、拒斥、甚至反抗。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

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

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

受到一种压迫感，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

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

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

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

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一个

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您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

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不是这么简单。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

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

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一

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

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我

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

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这些是

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  

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因此，当今“隐士”现象

也与中国古代隐士传统有关。  

但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论是古代的隐者，还是今天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知识分

子，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强烈的自我放逐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当时既有社

会架构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们恰恰是完全依赖于这种既有制度而生活的。举例来说，后

现代思想的发源地法国，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们恰恰依赖现代性的制度而生存。现在一

些年轻人、“新新人类”之类，他们有一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但他们都

是依靠父母辈在现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维持他们那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个基本结论：后现代状况只是现代性状况的一种必然的伴生现象，而后现代主

义的思想态度其实也只是现代性观念的一种补充。选择后现代生存方式的人——当今的隐

士，实际上都是依赖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社会架构而生存的。就象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大自

然，常会与它亲近，但我们绝不会在大自然里去谋生、去生存，而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回大都

市来。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中国今天的选择问题。比如说，现代化还是中国目前面

临的最大任务，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就已经开始出现质疑现代化的声音了，这可能会

带来某种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当今的“隐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还是陶

渊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黄：我刚才说了，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不分东西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我们是

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

活中、在观念上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性的东西。法国人当然不会想到陶渊明，但我就会。比

如，我是搞哲学的，那么，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是生活所给予的，在我的意识层面，既会呈现

出一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形象，也会呈现出陶渊明等古代隐者的形象，而他们会融合起

来。  

而且，说到当今的“隐士”，您会发现，这种现象与影视中流行古装戏有着有趣的联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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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一种东西，那就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古装戏所写的其实

都是现代人，但那是一种民族性表达。“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

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补充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黄：我觉得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任何时候，人都需要在一种社会架构下生存发展；但同时，

我们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排斥情绪。一个美国未来学家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把在现代性“高技

术”架构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说，“高情感”是“高技术”的伴生物，

在“高技术”下生存的人一定会有“高情感”。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有着“高情感”的当今“隐士”们会对既有的社会架构有影响吗？  

黄：他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现代性的社会架构。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但也会有作

用。比如20世纪对现代性的反思，就导致了在各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些修补、修

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让我来评价后现代主义，我会这样说：那只是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种自我调节机

制，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诊断、自我修正机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对于当

今中国的“隐士”的评价，也是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隐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的。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5期（总第303期）（20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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